
 

房价、住房支付能力与刑事犯罪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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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价上涨过快，不仅导致居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承受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

力，还可能致使行为人寻求非正当渠道获取财富，甚至产生报复等极端行为，由此致使刑事案件增多。

文章利用1999–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住房价格和住

房支付能力的角度对刑事犯罪率不断攀升做出解释，并构建收入差距这一中介变量分析影响途径。结

果表明，在控制性别比、教育、福利支出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房价上涨对犯罪率攀升具有一定的解释

作用，并且以房价收入比衡量的住房支付能力越差，犯罪率越高。另外，房价上涨会恶化收入分配，导致

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增强，间接强化了对犯罪率的刺激作用。因此，

控制房价的非理性增长不仅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对维护社会治安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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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也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刑事案件总量也保持明显的

增长趋势。《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与2000年相比，2014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已

经翻了一番。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不仅威胁居民日常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还会造成社会恐慌和动荡，影响国家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偏离中国构建和谐社

会的目标。因此，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重要议题。自Becker（1965）提出犯罪

经济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关注到犯罪率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以期通过剖析犯罪的影响因素，

达到预防犯罪、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这些因素涉及警力（许玲丽和周亚虹，

2011）、民生支出（陈刚，2010；毛颖，2011）、收入差距（Kelly，2000；郭晓红，2012）、教育（Buonanno

和Montolio，2008；崔玉平，2010）、户籍制度（陈硕，2012；王同益，2016）、失业率（章元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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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ahi和Rodríguez，2014）等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对解释犯罪率的攀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然

而，在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已经极

大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就业和生存环境；另一方面，无论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均受教育程

度，还是民生支出与公共安全投入虽然都不断提高，但这些方面的改善并没能改变犯罪率持续

上升的态势，这是否说明，除了已有研究探讨过的因素，还存在其他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本文试图从房价的视角，研究其对我国犯罪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自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住房问题，尤其是快速增长的房价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节节攀升的房价导致普通收入的居民对房产可望而不可即，给我国城镇居民以及众多的流动

人口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尽管多地实施“限贷”、“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但

是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态势并没有得到缓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8月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

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与2015年同期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有62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

涨，同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44.3%。高房价绝非仅仅是经济问题，住房作为一种基本需求，

房价上升，一方面，可能导致部分行为者迫于经济压力而实施盗窃、诈骗、抢劫等以财产为目

的的犯罪；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进一步拉大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容易使低收入群体产生

相对剥夺感，进而出于报复、仇富等心理做出失范行为。

本文通过对1999年至2014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与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

格数据的整理，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同周期趋势（如图1所示）。如果将刑事犯罪率细化到各省

份，同样发现高犯罪率地区与高房价地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如图2所示）。其中，东部沿海地

区房价较高，犯罪率也较高；东北及中部一些地区犯罪率和房价均处于较低水平；西部地区中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特殊原因犯罪率较高，导致该地区犯罪率与房价匹配性较差，但从

全国范围来看，总体分布情况比较一致。

纵观国内外对犯罪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在控制变量中涉及房价的文献只有两篇（徐宏

发，2014；徐宏发，2015），且都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已有研究的数据截止于2010年，并且没有

考虑到物价以及居民收入的变化。一方面，2010年至今，全国商品住房与教育资源、婚姻挂钩越

来越普遍，再加上城市中涌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特别是举家搬迁的流动人口增加，对商品房

的需求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与社会治安环境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近些年房价和

居民收入都有较高水平的提升，当讨论房价上涨的影响时，还应参考商品消费指数的变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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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刑事案件与房价趋势图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刑事案件数量的激增来自于该年份“严打”

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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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 收 入 的 提 高 ， 仅 用 房 价 一 个 指 标 很 难 反 映 居 民 的 实 际 购 房 能 力 。 为 此 ， 本 文 将 使 用

199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学角度检验房价上涨对犯罪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将

房价与城乡居民收入相结合，验证住房支付能力是否是导致各省份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从而为

改善治安环境、促进社会稳定提供新的努力方向。

二、  理论分析

根据Merton（1938）的失范—压力理论，任何社会都会确立一些它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通

常是金钱等物质目标或者社会地位和声望等象征“成功”的精神目标。实现目标的途径往往因

个人所处的阶层和地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当一个人无法用合法的手段或制度性的手段达到

目标时，压力或紧张感就会产生，当紧张状态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挫败和愤怒等紧张

情绪，越轨和犯罪就成为一种替代性手段。与此类似的还有1939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多拉

德和米勒等5人提出的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ression hypothesis），用于解释挫折感对人类

产生攻击行为的影响，攻击行为的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人自身“追求优越”的动机，这种驱动力受

到内部或外部的阻碍时，会形成自卑感，如果环境中存在引起攻击的线索时，会进一步导致对

社会和他人的敌对，产生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

根据以上理论，挫折感可能来自于情感、经济、职业和身份地位等多方面，房价上涨在经济

上和情感上都有可能给普通居民带来一定的压力和挫折感。在经济方面，住房是普通居民的生

活必需品，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进一步增强，而随着房价的上

涨，人们实现购房目标的难度加大，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加强，会产生自卑等消极情绪。与此

同时，住房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居住的功能，住房已经与婚姻、教育、社会福利等紧密联系在一

起，关乎居民的子女入学及享受户籍制度附加的其他福利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住房对于普通居

民起着超越居住和投资以外的作用。房价持续上涨，会导致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

足，从而产生巨大的压力和紧张情绪。研究表明，高房价通过影响居民的储蓄、投资行为，从而

导致城镇居民的福利水平普遍下降，其中低收入阶层下降最多（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对于

租房者来讲，租房费用也随房价上涨而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租房者的生活质量。因此，

房价暴涨会给一部分居民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为了减缓由此造成的压力和挫折

感，一方面会为了购房，选择快捷但是不被社会认可的非法赚钱途径，如盗窃、诈骗、敲诈、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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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平均房价和人民检察院每万人逮捕人数分布图

注：人民检察院逮捕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检察年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来自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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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等以获得金钱财物为目的的经济犯罪；另一方面还可能由于心理不满而迁怒于他人和社会，

采取报复社会式的极端行为，如损坏公物、打架等暴力犯罪。

房价暴涨也会引发情感方面的压力和挫折感，进而发展为犯罪。高房价的刺激导致婚姻向

物质化和金钱化趋势发展，是否有房成为重要的择偶标准之一，有房者，尤其是拥有高附加值

房产的人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体现出来，也因此产生大量因住房条件处于劣势而被淘汰的未

婚青年，随着挫折感的加强，极易产生失衡心理，因一时冲动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并且房价

上涨导致房屋增值，众人对房产的分配产生前所未有的重视，并由此催生出一系列与拆迁补

偿、财产分配相关的经济纠纷，导致熟人、亲属之间原本亲密的关系出现嫌隙或是反目，由此

产生的案件也不在少数。甚至出现以诈骗为目的的骗婚，经济纠纷还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人身

伤害等暴力冲突。

另外，高房价更是恶化了我国大量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可能会引发社会犯罪率的升高。

以流动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的农民工为例，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居住

支出已经占生活消费支出的47.1%。可见住房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工日常消费的主要开支。为了

节约住房成本，租金低廉的城乡结合部或城郊多成为农民工聚集的地方。社会解组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将违法行为与居住环境联系在一起，犯罪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具有一

定的地区集聚性，芝加哥学派的犯罪学家Clifford Shaw和Henry Mckay在1900–1933年间对55 998

份城市区域少年犯罪进行记录发现，犯罪率高的区域具有居民流动性强、公共设施不足、住房

破败、环境卫生较差等特点，也往往伴随较多的其他社会问题。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

众多，特别是大量处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人口，他们承受着较为繁重的劳动强度，工作

的稳定性相对较差，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缺乏，市民化的进程因住房问题受到巨大的阻碍。

这些集聚在工厂附近或是城郊的大量劳动者业余生活十分匮乏，被边缘化的感受强烈，劳动之

余会以酗酒、赌博等不良的方式消遣时间，极易形成以居住环境为基础的亚文化，引发社会失

序。此外，信贷对外来人口以及一些低收入者较为严格，贷款门槛较高，受贷款难、落户难、收

入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这部分群体买房难度很大，一般来说，无房者会比较难以融入城市

（韩俊强，2013），很难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这会降低其犯罪的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诱发其成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数据也恰恰显示，流动人口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居民，如北京市刑事案件

的82%来自非京籍的流动人口
①

，在广州市，这一比例同样高达86%②
，远高于流动人口在总人口

中所占的比重。

在考虑住房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以往研究证明东部地区的房价收入比要高于中部和西部

地区（董昕和周卫华，2014），说明东部地区住房支付能力较弱，而在全国犯罪率较高的地区中，

东部省份占了大部分。虽然房价与居民收入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甚至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

在某些地区可能要高于平均房价的增长，但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平衡，低收入家庭在整个社会中

占有更高的比例，因此，实际上富裕家庭的房价收入比在降低，而贫困家庭的房价收入比在上

升（周华东和周亚虹，2015），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住房支付能力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低

收入群体的住房支付能力相对降低，购买自住房的难度较大，房价增长过快损害的是大部分人

的福利。
 

①参见《刑事案件分析报告：流动人口成犯罪主流，非京籍占82%》，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n/2013/0929/c204446-

23078496.html.2013-9-29。

　　②参见《广州流动人口犯罪占全市犯罪86%，安全感呢？》，广州日报，http://gz.southcn.com/content/2015-08/11/content_

130400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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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房价越高，犯罪率越高；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越低，犯罪率越高。

房价上涨还会扩大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布劳夫妇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存在会产生相

对剥夺感，产生愤怒倾向，生成犯罪行为（Blau和Blau，1982）。“相对剥夺感”是一种行为者通过

将自己的处境与某些参照物对比，认为自己处于劣势的主观心理感受。马克思曾就“相对剥夺

感”做过形象的描述，当一座小房子周围都是小房子时，它能满足人们对于住房的一切要求，但

当小房子周围出现宫殿，对比之下，小房子就会显得如茅屋般简陋。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随

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刺激产生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来源，现有

研究已经证实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吴一平和芮萌，2011）。由于房产具

有长期使用和保值增值的特性，中国的城市住房市场存在明显的分割，按照是否拥有投资性住

房和自住性住房可以将居民分为三类：有投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通过转让或出租多余的住房

而获得财产性收入；有自主性住房的家庭，由于住房是刚性需求，房价上涨仅会增加家庭的账

面财富，并不能起到改善家庭生活的作用；尚未拥有住房的家庭，一方面买房难度升级，并且

租房费用提高，另一方面即使有能力购买住房，也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面临较大的经济压

力。房价上涨导致多房者从中获益，无房者利益受损，其中隐含着收入分配的恶化，再加上投

资渠道的有限性，高收入者大量购房，再次推动了住房投资的需求膨胀和价格上涨，高涨的房

价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因而房价的快速增长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拉大不同收入群

体的心理距离，容易形成互相对立的阶层。再者，在房价飙升的地区，购房依然很热，难免让一

些低收入人群产生更为强烈的仇富心理。加之，对于房产这类看得见的财产比收入和储蓄更加

公开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更容易对低收入人群产生贫富差距的直观感觉，生成相对剥夺

感，进而引发犯罪。房价上涨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具有紧密的关系，高收入家庭会拥

有更多的财富（梁运文等，2010），同时家庭财富越高，其工资性收入也越高（林芳等，2014），财

富持有不平等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由于财富差距难以准确衡量，本文以收入差距近似代替

房价上涨刺激犯罪的影响途径，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2：房价上涨会拉大收入差距，进而对犯罪率产生影响。

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描述

由于我国自1998年开始对住房制度实施彻底的货币化和市场化改革，明确提出停止住房

实物分配，促进住房商品化。自此，我国的住房体制由传统的福利住房体制转向市场化的住房

体制。因而，商品房销售价格数据最早可追溯至1999年。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本文将

利用1999–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房价上涨和犯罪率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模型设定

1. 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房价和房价收入比对犯罪率的影响。其中，式（1）为房

价对犯罪率的影响模型，式（2）为房价收入比对犯罪率的影响模型。
Yit = α0+α1Pit +α2Xit +Gi+ eit (1)
Yit = β0+β1PIit +β2Xit +Ri+µit (2)

2.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考虑到刑事犯罪具有惯性，上一年的刑事犯罪率对本年的刑事犯罪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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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颖，2011）。根据莱默特（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标签理论，有过犯罪经

历的人有可能被“标签化”，在开始新生活和重新就业时受到排斥，有更低的预期工资，对这些

有过入狱经历的人，犯罪的机会成本更小。因此，本文加入犯罪率的滞后一期数据，进一步构

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房价与犯罪率的关系进行验证。式（3）和式（4）分别代表房价和房价收

入比对犯罪率的回归方程。
Yit = φ0+φ1Yi,t−1+φ2Pit +φ3Xit +Ki+υit (3)
Yit = γ0+γ1Yi,t−1+γ2PIit +γ3Xit +Vi+εit (4)

Yit Pit

PIit Yi,t−1 Yit

Xit α0 β0 φ0 γ0

α1 α2 β1 β2 φ1 ∼ φ3 γ1 ∼ γ3

eit µit υit εit

在上述两组模型中， 是地区 i在 t年的犯罪率， 是地区 i在 t年的平减后的商品房销售价

格。 是地区 i在 t年的商品房销售价格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是 的滞后一年形式。下

标 i（ i=1，2，…，31） 表 示 全 国 除 去 港 、 澳 、 台 以 外 的 31个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 的 样 本 ， 下 标

t（t=1999，2000，…，2014）表示考察的时间段。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 、 、 分别是对应方

程的截面效应， 、 、 、 ， ， 为相应方程的待估系数。Gi、Ri、Ki和Vi为省份虚拟变

量，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 、 和 分别为对应方程的扰动项。

3. 中介效应模型

结合上文中的理论分析，为了验证假说中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房价通

过拉大收入差距影响犯罪率的途径进行实证研究。根据理论假说，本文参考温忠麟教授（温忠

麟等，2004；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对中介效应模型的相关研究经验，构建中介变量示意图（如

图3所示）。构建的模型包括如下三个方程：


Y = cP+ e1

M = aP+ e2

Y = c′P+bM+ e3

(5)

c′ e1 ∼ e3

其中，Y代表犯罪率，P代表房价，M代表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系数c为房价对犯罪率的总

效应；系数a为房价对中介变量收入差距的效应；系数b是在控制了房价的影响后，收入差距作

为中介变量对犯罪率的效应；系数 是控制了收入差距后，房价对犯罪率的直接效应。 是

回归残差。

（二）变量定义和数据描述

本文的因变量为各省份的年度刑事犯罪率。对于犯罪率的定义，一般有公安机关立案的刑

事数量以及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和起诉的数量两种口径。张向达和张家平（2015）以公安机关

对于刑事案件每10万人的立案数作为衡量全国刑事犯罪率的指标，但是从省级层面进行分析

P Y

M

P Y

c

a
b

c′

e
2
 M = aP + e

2

e
3
 Y = c′P + bM + e

3

e
1
 Y = cP + e

1

 
图 3    中介变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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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部分省级公安机关立案数据并未有详细的记载。陈力朋等（2014）利用各省刑事批捕人数占

全国的比例推算出各省刑事立案数，此种换算方法以各省刑事立案数与刑事批捕人数在全国

范围内占相同的比例为假设，而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这一假设成立。本文采取各地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每 万 人 批 准 逮 捕 的 刑 事 犯 罪 嫌 疑 人 数 作 为 衡 量 犯 罪 率 的 指 标 。 数 据 来 源 于

2000–2015年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根据逮捕的法律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

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才会被逮捕，因此，以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数作为衡量刑

事犯罪率的近似指标具有合理性。

本文衡量房价的关键指标是房价和房价收入比。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房价数据用零

售商品价格指数（以1998年为基数100）对商品房平均每平方米销售价格数据平减。考虑到农村

人口到城市购房的需求提高，且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分别计算农村居民

和城市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以房价收入比衡量，其中城市房价收入比以“商品房价格”与“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衡量，农村房价收入比以“商品房价格”与“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基本纯收入”之比衡量，房价收入比越高，说明住房支付能力越低。

G = 1−
n∑

i=1
2Bi = 1−

n∑
i=1

fi(2Qi−wi) Qi =
i∑
1

wi

n∑
i=1

fi = 1
n∑

i=1
wi = 1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考了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因素

有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和失业率；社会因素有教育、互联网普及率、性别比；

政府方面的因素有福利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以及“严打”的实施。其中作为中介变量的收入差距

主要以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为衡量指标，我们根据1999–2014年各省及直辖市城镇常住

居民按收入分组五等份或七等份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计算了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基

尼系数，计算方法参照Yao（1999），假定样本人口可以分成n组，设wi和fi分别代表第i组的人均收

入份额和人口频数（i=1，2，…，n），对全部样本按人均收入由小到大排序后，基尼系数G可以表

示为： ，其中 为从1到 i的累积收入比重，B为洛伦兹曲

线右下方的面积， ， 。表1是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统计。

表 1    变量的基本描述

变　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犯罪率 每万人逮捕人数 496 6.844 2.411 3.010 15.404

房价
商品房每平方米平均销售价格/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
496 3 378.5 2 666.8 847.1 18 980

城市房价收入比 房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6 0.249 0.068 0.145 0.615

农村房价收入比 房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基本纯收入 496 0.726 0.187 0.407 1.656

经济水平 人均GDP对数 496 9.740 0.855 7.482 11.564

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496 0.295 0.039 0.205 0.423

城市化水平 非农业人口比重 496 0.331 0.119 0.134 0.658

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496 3.589 0.719 0.620 6.800

教育 受教育年限 496 8.848 1.497 2.082 13.850

互联网普及率 上网人数/总人口 496 0.206 0.189 0.001 0.753

福利支出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496 0.049 0.056 0.000 8 0.336

性别比 男性人口/女性人口 496 1.052 0.032 0.949 1.186

公共安全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496 6.251 1.224 3.477 10.785

严打 2001年为1 496 0.063 0.242 0 1
　　注：犯罪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检察年鉴》，性别比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收入差距数据来自各省份历年的地区统
计年鉴，以上数据除了有特别注明出处的，其余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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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

（一）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虽然模型中包含了一些影响房价的因素，但由于各省份之间的地区差异，仍可能存在一些

不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遗 漏 变 量 ， 需 要 检 验 是 否 存 在 个 体 效 应 。 因 此 ， 本 文 使 用 了 F统 计 量 和

Hausman检验法对模型形式进行选择，结果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更为合理。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为房价方程的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3）列分别为城镇

居民和农村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房价和房价收入比的效应均在1%水平

上显著为正，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上涨1%，会导致每万人逮捕的犯罪人数增加

0.233人。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每增加1单位，每万人逮捕人数增多0.952人；农村的房价收入比每

增加1单位，每万人逮捕人数大约增多0.4人，总体看来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比农村居民的

住房支付能力对犯罪率的影响更大，可能由于城镇居民的购房需求更为迫切，房价上涨对城镇

居民的不良影响更为深远。回归结果验证了上文中的假说1，说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及其与可支

配收入的不匹配增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造成犯罪率攀升的重要原因。

从影响犯罪的控制变量来看，中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失衡也是影响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来讲，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每增加0.1，每万人逮捕人数增多0.05人左右，可能是因

为性别比例失衡加剧了男性婚姻的被挤压程度，产生更多的暴力犯罪及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

事件发生，该回归结果与姜全保和李波（2011）、Edlund等（2013）学者的研究一致。失业率这一

指标在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的回归方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失业降低了行为者在

合法市场上的期望收益，失业率越高，越不利于城市的稳定。而在房价以及农村居民的房价收

入比对犯罪率的回归方程中，这一指标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该指标统计的为城镇登记失业

表 2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每万人逮捕人数

解释变量 （1） （2） （3）

房价（对数） 0.233***（0.041）

城市房价收入比 0.952***（0.175）

农村房价收入比 0.404***（0.053）

性别比 0.631**（0.278） 0.489*（0.277） 0.497*（0.269）

教育 –0.044***（0.014） –0.038***（0.014） –0.017（0.014）

人均GDP 0.015（0.024） 0.100***（0.024） 0.088***（0.023）

城市化 1.225***（0.166） 1.263***（0.166） 1.188***（0.162）

收入差距 1.044***（0.219） 1.103***（0.218） 1.067***（0.211）

失业率 0.006（0.014） 0.031**（0.014） 0.014（0.013）

互联网普及率 –0.220**（0.111） –0.045（0.100） –0.084（0.097）

社会福利支出 –0.532***（0.166） –0.523***（0.167） –0.421***（0.163）

公共安全支出 0.886（0.853） 0.793（0.854） 0.703（0.829）

严打 0.133***（0.024） 0.126***（0.024） 0.133***（0.024）

常数 –1.131**（0.474） –0.396（0.422） –0.435（0.402）

观测值 496 496 496
R-squared 0.336 0.332 0.37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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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其中不包含领取了某些福利救济金但实际仍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以及实际失业但未进行

登记的人口，而这些人中包括了大部分社会闲散人员，往往是犯罪的高发人群，该指标低估了

社会的实际失业率，这也可能导致失业率对犯罪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城市化水平对犯罪率提升

有正向影响，非农人口比重每增加0.1，每万人逮捕人数增多0.12人左右，从犯罪的成本收益角

度来说，城市化水平越高，在城市中犯罪有更高的预期收益，这一结论在吴一平和芮萌（2011）

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收入差距对犯罪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社会

的稳定。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伴随着较高的犯罪发生率，上述结果说明社会整体水平低并

不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反而是相对的收入差距会导致更多的犯罪行为发生。社会平均受教

育 水 平 对 犯 罪 率 有 一 定 的 抑 制 作 用 ，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每 增 加 一 年 ， 每 万 人 逮 捕 人 数 可 减 少

0.044人，说明接受教育的过程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也会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互联

网普及率对犯罪率有抑制作用，说明互联网普及虽然会导致更多的网络诈骗以及信息安全类

犯罪，但是通过网络对居民进行防诈骗教育和信息传播所起到的预防犯罪的积极作用更为明

显。社会福利支出对减少犯罪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说明对居民生活保障的支出越多，居民安

居乐业，会减少违法行为。严打这一指标也是显著为正的，在严厉打击刑事违法行为的年份，

每万人依法逮捕的犯罪人数也相应增多。但是公共安全支出对犯罪率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总

体来讲，模型的回归结果符合预期。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前文利用的固定效应模型是静态模型，考虑到刑事犯罪具有惯性，当前的犯罪行为受过去

行为的影响，这意味着在计量分析中还应当考虑犯罪率的动态变化。

考虑到国外文献关注到犯罪率对周边房价的影响（Pope，2008；Ihlanfeldt和Mayock，2010；

Buonanno等，2013；Iqbal和Ceccato，2015），这是由于购房者更倾向于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生活，

在治安环境差的地区定居的意愿会较弱，对住房的需求要低于治安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因

此，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房价在某种程度上会受犯罪率的影响。本文选取“总抚养比”作为工具

变量来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因为人口结构会对房价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住房需求的角度来

看，20–50岁人口住房需求最高（陈斌开等，2012），如果人口抚养比增加，说明非劳动力年龄人

口多，从需求的角度看，这部分群体一方面缺乏投资买房的动力和能力，同时这类群体更需要

青壮年的照顾，对房屋需求较少，导致房屋价格指数下降（徐建炜等，2012）。将这一工具变量与

其他外生变量对房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所选择的工具变

量满足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的条件，并且家庭抚养比并不会单独对犯罪率产生影响，与误差项

不相关，因此认为这是有效的工具变量。

本文的样本截面为31个省份，时间跨度为16年。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可以有效应对动态面板

数据模型存在的动态变化的特点以及内生性问题，且不需要已知随机误差项的准确分布信息，

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常用的矩估计方法有差分广义矩估计（DID-GMM）和系统矩估计

（SYS-GMM）。差分矩估计的估计方法先将原方程做差分，系统矩估计的方法将差分GMM和水

平GMM结合在一起，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表3将差分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估计结

果均报告出来。回归结果显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接受“扰

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可以选择使用差分GMM估计方法和系统GMM估计方法。

回归结果显示，犯罪率滞后一期的数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上一年每万人逮捕的刑事犯罪

人数每增加一人，则次年的万人逮捕人数增长0.5人左右，说明上一年刑事犯罪率高的地区，本

年的刑事犯罪率相应较高，刑事犯罪存在累积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和刑事犯罪累积效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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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对犯罪仍旧有较好的解释能力，与上文结论有所差别的是，在加入之

后一期的犯罪率数据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对犯罪率的影响作用比

较接近。在不同的矩估计模型中，房价上涨1%，对应的万人逮捕人数分别增加0.142人和0.1人，

房价收入比每增加1单位，每万人逮捕人数增加0.2人左右。在影响犯罪率的其他控制变量中，

社会福利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发生调整，“社会保障总

表 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每万人逮捕人数

DID-GMM估计 SYS-GMM估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房价（对数） 0.142*** 0.100***

（0.046） （0.038）

城镇房价收入比 0.171* 0.207**

（0.091） （0.096）

农村房价收入比 0.240*** 0.233***

（0.070） （0.058）

犯罪率滞后一期 0.561*** 0.522*** 0.483*** 0.624*** 0.605*** 0.556***

（0.050） （0.053） （0.055） （0.051） （0.061） （0.061）

性别比 0.221 0.133 0.178 0.302 0.208 0.199

（0.201） （0.188） （0.183） （0.196） （0.228） （0.222）

教育 –0.041*** –0.030 –0.027 –0.047*** –0.026 –0.017
（0.011） （0.019） （0.018） （0.009） （0.018） （0.017）

人均GDP 0.015 0.069* 0.065 0.031 0.084*** 0.085***

（0.030） （0.038） （0.039） （0.030） （0.031） （0.033）

城市化 0.771*** 0.892*** 0.874*** 0.889*** 0.894*** 0.833***

（0.202） （0.263） （0.245） （0.160） （0.224） （0.201）

收入差距 0.693** 0.672** 0.670** 0.724** 0.566* 0.569*

（0.313） （0.301） （0.305） （0.315） （0.328） （0.314）

失业率 –0.007 0.012 0.002 –0.015 0.004 –0.011

（0.019） （0.021） （0.020） （0.020） （0.023） （0.022）

互联网普及率 –0.296** –0.252 –0.238 –0.250** –0.316** –0.323**

（0.132） （0.170） （0.159） （0.108） （0.150） （0.146）

社会福利支出 –0.019 0.099 0.090 0.060 0.171 0.165

（0.143） （0.162） （0.156） （0.167） （0.202） （0.197）

公共安全支出 0.178 0.393 –0.076 0.989 1.684 1.315

（1.201） （1.124） （1.071） （1.006） （1.257） （1.176）

严打 0.147*** 0.139*** 0.140*** 0.168*** 0.170*** 0.177***

（0.014） （0.014） （0.015） （0.015） （0.016） （0.015）

常数 –0.719* 0.073 –0.233 –0.770** –0.305 –0.407
（0.424） （0.387） （0.388） （0.335） （0.393） （0.383）

观测值 434 434 434 465 465 465

AR（1） 0.006 8 0.003 9 0.004 5 0.004 1 0.001 4 0.001 3
AR（2） 0.316 4 0.273 7 0.305 2 0.305 2 0.278 9 0.294 7

　　注：为了节省篇幅，地区虚拟变量没有报告。

第 1 期 房价、住房支付能力与刑事犯罪 81



支出”口径发生变化，数据在2007年度前后发生的变化较大，导致用矩估计方法估计时，该项指

标对犯罪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陈屹立（2007）的分析结果也表明福利开支虽然对财产犯罪

有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因此结论也在可接受范围。

结合以上两部分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房价以及居民对于房价的支付能力对犯罪行为具

有很好的解释力。

（三）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房价增长对犯罪率攀升起到的刺激作用，为了考察这一影响是表

现为直接影响还是通过某种途径产生的，下面我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途径进行探究。根

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认为房价增长进一步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居民产生强烈的相

对剥夺感，引发失范行为，因此将中介变量设定为收入差距。

检验中介效应最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检验回归系数：首先，将因变量（犯罪率）对基本自变量

（房价）进行回归；其次，将中介变量（收入差距）对基本自变量（房价）进行回归；最后，将因变

量（犯罪率）对基本自变量（房价）和中介变量（收入差距）同时进行回归。表4报告了犯罪率对

基本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均显著，第（1）列为房价变化

对犯罪率影响的总效应，结果显示房价对犯罪率有显著影响；第（2）列为房价对收入差距这一

中介变量的影响；第（3）列为控制了房价和收入差距其中之一后，房价或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

单独影响。在房价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方程中，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均GDP、

城市化水平、失业率、互联网普及率、社会福利支出和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受教育程

度是导致城镇居民职业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张翼，2014），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经济发

展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解释，本文的模型中经济增长会拉

大收入差距。失业率提高可能更多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因此会扩大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

提高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互联网的普及有助于新技术发展，低收入者可以分享和利

用科技发展的成果，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社会福利制度和税收制度都应当具有调节收入分配

的功能，社会保障程度越高，老人、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会获得更多的补助，有助于缩小收入

表 4    房价通过收入差距影响犯罪率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1）检验路径c

犯罪率
（2）检验路径a
收入差距

（3）检验路径b和c′
犯罪率

房价（对数） 0.274***（0.041） 0.039***（0.009） 0.233***（0.041）

收入差距 1.044***（0.219）

性别比 0.689**（0.285） 0.631**（0.278）

教育 –0.036**（0.014） 0.008**（0.003） –0.044***（0.014）

人均GDP（对数） 0.029（0.024） 0.010**（0.005） 0.015（0.024）

城市化 1.211***（0.170） –0.012（0.035） 1.225***（0.166）

失业率 0.016（0.014） 0.011***（0.003） 0.006（0.014）

互联网普及率 –0.335***（0.111） –0.111***（0.023） –0.220**（0.111）

社会福利支出 –0.536***（0.170） –0.001（0.036） –0.532***（0.166）

公共安全支出 1.367（0.867） 0.886（0.853）

严打 0.139***（0.025） 0.133***（0.024）

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 –0.002（0.006）

常数 –1.450***（0.480） –0.177***（0.060） –1.131**（0.474）

观测值 496 496 496
R-squared 0.303 0.184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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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体现了财富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的过程。

本文的模型中上述两个指标均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影响不显著。

前面两列表明房价对犯罪率和收入差距均有影响，第（3）列在加入收入差距之后，与第（1）

列的总效应相比，房价的估计系数下降，其中一部分影响由收入差距体现出来，说明存在以收

入差距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房价对于犯罪率的影响不仅仅是由经济拮据造成的经济压力

而引发的，由于投资渠道的限制，房地产市场吸引了众多投资，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且住房的

潜在抵押价值提高，扩大了家庭的信贷融资能力，由房价上涨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加剧了收入差

距的扩大，无形之中间接提升了犯罪率。收入差距不仅从社会心理上会损害人们的公平正义

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且从社会结构上，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激化社会不同收入

群体的矛盾。因此，不管是通过房价上涨，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都应当得到有

效的控制。

（四）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在控制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均对犯罪

率的攀升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为了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以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起诉人数”代

替“批准逮捕人数”作为另一个衡量犯罪率的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

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对犯罪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

文模型验证的结论一致，且影响程度比较接近，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每上涨

1%， 每 万 人 起 诉 人 数 增 加0.28人 ， 城 镇 居 民 的 房 价 收 入 比 每 提 高0.1， 每 万 人 起 诉 人 数 增 加

0.05人。在其他控制变量的效应中，提高受教育程度可以减少犯罪，城市化水平提高和扩大收

入差距会导致更多犯罪行为，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共安全支出具有显著的抑制犯罪的作用。与上

述结论不同的是，互联网普及率对以“每万人起诉人数”为衡量指标的犯罪率有正向影响，说明

互联网的发展加深了人们的维权意识，并拓宽了维权渠道，导致起诉人数增多。

表 5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每万人起诉人数

解释变量 （1） （2） （3）

房价（对数） 0.280***（0.039）

城镇房价收入比 0.519***（0.174）

农村房价收入比 0.274***（0.053）

性别比 0.120（0.265） –0.086（0.275） –0.073（0.270）

教育 –0.035**（0.014） –0.027*（0.014） –0.013（0.014）

人均GDP 0.085***（0.023） 0.156***（0.024） 0.154***（0.023）

城市化 1.376***（0.158） 1.433***（0.165） 1.380***（0.162）

收入差距 0.725***（0.208） 0.929***（0.216） 0.878***（0.211）

失业率 0.012（0.013） 0.034**（0.014） 0.024*（0.013）

互联网普及率 0.031（0.106） 0.334***（0.099） 0.289***（0.097）

社会福利支出 –0.452***（0.158） –0.453***（0.165） –0.382**（0.163）

公共安全支出 –2.523***（0.811） –2.734***（0.847） –2.774***（0.831）

严打 0.106***（0.023） 0.094***（0.024） 0.099***（0.024）

常数 –1.380***（0.450） –0.035（0.418） –0.153（0.403）

观测值 496 496 496
R-squared 0.736 0.711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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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住房作为刚性需求，房价的上升会提升有住房需求居民的经济负担，降低消费者剩余，导

致部分人妄图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收入。本文利用1999–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

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研究房价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模型控制了教育、失业率、城市化水平

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后的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对犯罪率攀升有显著助推作

用，同时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对犯罪率也会产生影响。通过构建收入差距这一中介变量发现，

房价上涨对犯罪率的影响有一部分是由于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的。为了避免房价快速上涨带来

的不良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应当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解决和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满足更多居

民的购房需求，并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从供给侧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解决我国保

障性住房长期大量闲置的问题，对住房分配进行精细化管理，使闲置住房得到有效利用。避免

一些低收入人群受住房问题的困扰，在现实的打击和不良居住环境的影响下走上犯罪的道路。

第二，住房价格涨幅受所处区位的影响，往往优势区位的涨幅更大，要提供更多的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促进不同区域间和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交通设施等公共资源的均衡布

局，弱化公共资源与住房的“捆绑式”关系，从而控制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降低居民的购房负担，防止为获得财富和住房而引发的一系列盗窃、诈骗、暴力冲突等

案件的发生。

第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购房能力，使房价和收入形成较为同步的增长态势，让更多人

能够从经济发展和土地、房产增值中获益，避免房价过度上涨而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激化犯

罪行为的产生。总之，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帮助解决和改善基层人民的住房问题，不仅有利于

提高普通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有利于减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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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Prices,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Criminal
Offens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Chang Xue1, Su Qun1, Zhou Chunfang1,2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5, China;

2.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su Nanjing 210004, China )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prices of commercial housing continue to rise rapidly.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housing demand for residents if housing prices rise too fast. Under heavy financial

burden and mental pressure, the individuals would seek for illegal, shady ways to gain wealth, such

as theft, fraud, and robbery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money. It probably leads to a retaliatory

behavior due to greater psychological stress or emotional frustration, and the final results may be

an increase in criminal cases. In this paper, we explain the increase in cr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ing housing prices. We first built a fixe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rising housing

prices and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crime using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4.

Secondly, considering the inertia effect of criminal offense, we test the relationship by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Finally,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y setting income inequality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It arrives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high housing price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crime rates after controlling factors such as sex, education, and welfare

spending. Generally speaking, every 1% rise in housing prices results i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rrests per ten thousand people by at least 0.1 in all the models.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 this

paper is measured by housing prices-to-income ratio. It confirms that housing affordability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rime. The lower the housing affordability is, the higher the crime rate is.

Secondly, rising housing prices have partly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in crime by widening the

income gap. Rising housing prices benefit people with multiple houses, but are harmful to people

without houses. As a result, the rising trend accelerates the deterior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investment  channels,  the  real  estate  market  has  attracted  a  lot  of

investment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sidents  has  widened,  which  increases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low-income groups. On the whole, the rising housing prices have indirect impact

on crime rates. This paper makes an effort to provide another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rise in

criminal crime. We should focus on addressing and improving the housing difficulties of low-
income groups, curbing 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housing, and improving the income and

housing affordability of residents. Therefore, control over irrational increase in housing prices not

only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ectively, but also have a vital significance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riminal cases and maintain social order stability.

Key words: housing price; housing prices-to-income ratio; crime rate; incom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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